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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在东亚盛行，历史书写的传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其影响至今犹存。为了
抵御西方强权，东亚各国的史家“开眼看世界”，开展了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其中重要的
一支。二战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和日本都有了长足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史的发展，日本则还
有其他学者、学派的介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史的兴起在东亚各国造成了很大的反响，促使世界史的研究进一
步转型。全球史或全球史观为亚洲学者走向世界、呈现亚洲创造了一个契机。但全球史的盛行是否能改变民
族主义的历史思维，仍然有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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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19 世
纪中期以后，在西方列强入侵时这一传统发生了

重大转变。东亚民族在奋力抵抗西方强权的同
时，试图建立起强大的民族国家。这一诉求使他
们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思潮，并使其在改变东亚史

学写作的传统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而言，民
族主义者的忧虑使亚洲史家重新思考历史写作的

理念、风格与内容。日本启蒙运动思想家福泽谕
吉( 1834—1901) 提倡用新方法编纂历史，历史需
要通过记录国家之进步来教育全体国民。中国维
新派史家梁启超( 1873—1929) 和朝鲜民族主义
思想家申采浩( 1880—1936) 都赞成并支持福泽
谕吉的观点。在 1902 年连载的《新史学》中，梁
启超强调亚洲史家应改变之前这一地区主流的王

朝史学传统，转而尝试民族主义史学。
时至今日，民族主义史学仍然是东亚历史写

作的主流，究其根源是东亚诸国为建立强盛的民

族国家经历了危险曲折的探索之路。的确，从 19

世纪开始，为努力建设国家，东亚诸国经历了一系

列的成败、胜负、悲欢与离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前，日本实现现代化后成为民族国家，后又摇身变

成强盛的帝国。与此相比，朝鲜和中国则挫折连
连。前者在 1910 年失去了主权，后者虽在 1912
年建立了民国却仍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

义的威胁。从 20世纪 20年代末开始直至二战期
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逐步壮大。1949 年，中
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相
比，马克思主义更注重为全世界谋福祉的理念

和人类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等世界主义的价

值观。
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惨败，改变了日本历史

书写的趋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盛相
同，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战后的日本流行，时至今

日影响仍存。对于战后的日本学者而言，马克思
主义史学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思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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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分析工具，其中包括如何解释自 19世纪中期
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衰。例如，名噪一时的明
治维新( 1868—1912) ，也就是日本现代化的形成
时期，就需要以批判的眼光加以重新评价。远山
茂树( 1914—2011 年) 、井上清( 1913—2001 年)
等马克思主义史家认为，明治维新并没有使日本

完全走上现代化，因为之后建立的制度及保留的

封建残余与军国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① 不仅马
克思主义史家质疑日本现代化的完整性，包括大

冢久雄( 1907—1996 年) 在内的战后民主派的西
洋史学者也质疑日本现代化的完整性。虽然着眼
点不同，但两派都试图以西方模式重新解读日本

近代化的路径，为战后日本史学拓宽研究范围作

出了贡献，也获得了政府的支持而为之后世界史

研究的开展铺平了道路。1949 年，在当时的盟军
驻日本最高指挥官的支持下，日本文部省在全国

高中开设了“世界史”课程，大学方面的课程中
“世界史”取代了战前的“西洋史”，成为历史学中
除亚洲史和日本史以外的三大分支学科之一。
因此，在战后的中国和日本( 一定程度上也

可以包括朝鲜半岛) ，对历史的兴趣逐渐走向多

元化。在中等和高等教育中，世界史或外国史开
始被视为历史学的独立分支。譬如二战甫一结
束，“世界史”就被引入了日韩的学校课程中。②

东亚各国借此逐步培养了一批专门研究本国史以

外历史的“世界史研究者”。以中国为例，据统
计，在 20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大学里“世界史
学者”的人数约占历史教师总数的 40%。③ 不过，
战后东亚史家对世界史的兴趣日益激增是建立在

战前的早期实践之上的。作为一种史学流派，早
在 20世纪 2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吸引了亚洲

学者。例如早在 1932年，日本便成立了以马克思
主义史学为研究中心的日本历史学会。同样，
1928—1932年之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
国社会史论战”中，十分活跃。这一讨论被称为
“中国史学中最活跃、最激动人心的思潮”，④并使
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崭露头角。

世界史的早期发展:从比较到联系

对亚洲史家而言，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就

是探究本国史以外的所有历史。二战后至今，无
论是否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

响，东亚的各派学者在世界史和外国史上都开展

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研究，一些重要作品的出版

时间远早于西方学者。如前所述，从战后初期开
始，“世界史”就已被纳入东亚地区的历史课程，
这比它在欧美被纳入大中小学课程的时间还

早。⑤ 东亚是一个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就经历了
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地区，他们对在

世界历史运动中寻找替代欧洲中心论的解释表现

出极大的兴趣。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这一
关注是由民族主义所驱导的，希图让本国在国际

舞台上受到更多的注意。但同时，学者们亦试图
质疑、挑战和超越民族主义史学，拓宽历史研究
的范围，而这正是现代西方史学成就的标志之

一。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史、全球史的研究正在
修正和改变看似根深蒂固的近代东亚国家史学

写作传统。
在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和战后民主派分

别从不同的角度质疑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和本
质。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或多或少与
1922年成立的日本共产党有关。他们在战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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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对日本的

现代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在战后恢复发声后他
们又对之发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对日本马克思
主义史家而言，现代化的“不彻底”要为日本在二
战中的军事侵略负责，也要为其最终的失败负责。
东京大学世界史教授远山茂树、井上清、江口朴郎
( 1911—1989年) 在战后重建日本历史学会的过
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日
本，他们强调需要用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历史

的发展。其中江口的研究举足轻重，他不仅敦促
国人批判性地反思之前“西洋史”的教学工作，还
激发人们对中东、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历史的兴
趣。此外，江口还呼吁人们关注当代历史上的重
要变化，比如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在他看来，
中国发生的这场巨变及其之后的变革标志着西方

帝国主义的结束，并为日本参与世界史的重大发

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①

大冢久雄是战后影响深远的民主派代表人

物，他坚信日本需要对其现代历史的研究进行彻

底改革。作为东京大学著名的欧洲史学者，大冢
对近代早期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进行了深入研

究。受卡尔·马克思的影响，实则更多是受马克
斯·韦伯的影响，大冢意图探求西欧在资本主义
道路上取得飞跃的原因。和韦伯一样，他不相信
之前就存在的商业社会及其创造的利润自然引发

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相反，他认为中产阶级或

自耕农的兴起更重要。相比之下，日本和其他亚
洲国家由于受到“父权统治”的影响，在个人主义
和工商业发展方面从一开始就大大落后于西

方。② 毋庸置疑，与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样，大冢及
其支持者的观点以欧洲历史为中心，而且表现更

为明显。然而，这两个学派亦有两个共同之处: 其
一，他们的世界史研究方法多采用比较的角度; 其

二，他们把国家视为比较的基本单位。《帝国主
义与民族》( 1954) 的作者江口朴郎对世界历史的
理解显然更为广泛，但他也始终认为民族国家是

历史研究的一个有用的解释框架。
大冢和江口的探索，在日本史学界得到了许

多呼应。20 世纪 70 年代初，日本知名的学术出
版社岩波书店出版 31 卷《世界史》，便是其中一
例。该书编辑和撰稿人按时间和地域对丛书进行
了编排。在中世纪之前，世界被划分为四个文明
区域: 欧洲( 包括地中海) 、南亚、东亚和中亚。而
从现代开始，世界历史按照较大的民族国家的兴

衰来叙述。在某种程度上，《世界史》的编纂是战
后日本对世界史兴趣日益浓厚的体现。从 1945
年到 1970 年，日本出版了近 1000 本标题中含有
“世界史”的书籍。③

战后日本的确出现了一股研究世界史的热

潮。这有利于推广新方法并进行实践，特别是经
济史学者尤其如此。从地理上看，关西地区诞生
了一批创新性研究课题。自 1897年建校以来，京
都大学一直是早于它建校的东京大学的强劲对

手。就世界史研究来说，自 20世纪 60 年代开始，
京都大学和关西其他大学对资本主义发展史进行

了极富创见的研究。他们的目的之一就是挑战大
冢久雄及其东大学者所挟带的专横之势。河野健
二( 1916—1996年) 和角山荣( 1920—2014 年) 是
关西学界的两位主要人物，前者在京都大学人文

研究所( IＲH) 任教，后者在和歌山大学任教。作
为一名法国史学者，河野将注意力转向了英国模

式以外的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河野一
样，角山荣对大冢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

英国并非现代资本主义的绝对典范。于是，他们
和追随者们发起了许多项目来考察“世界资本主
义”发展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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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关西学者在研究世界资本主

义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安德烈·贡德·弗兰
克( André Gunder Frank，1929－2005 年) 和伊曼纽
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
年) 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处。更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各自进行

研究的，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日本学者像早期的西

方史家一样，希望呈现现代资本主义的异质性。
同时，他们也意识到，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

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涵盖多样经济结构的综合体。
因此，他们力图发现地区之间的“联系”，并把重
点放在亚洲部分和 19 世纪世界的变化之上。例
如，角山荣和川北稔发现，到 19 世纪时现代资本
主义已到达众多地区并覆盖世界上许多角落。工
业产品从欧美向非西方地区传输的同时，农产品

也从亚洲流向西方。也就是说，全球网络中的贸
易活动并非单向的而是多向流通的。
与日本学者一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也

深受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比较研究等观念的启发。
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史学界的主流。
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郭沫若( 1892—1978
年) 就是通过日本学者的论著和翻译接触到马克

思主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者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中国历史之

间存在着一些距离，即马克思本人对欧洲以外的

历史知之甚少; 他对历史普遍发展的论断是以欧

洲历史为基础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工作者
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

历史研究是当务之急。为此，他们向苏联史学界
寻求指导，不仅邀请苏联史家，也就是当时所称的

“外国专家”，在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顾问，还将
苏联学者的著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
林的著作认真地译成中文。20 世纪 50 年代，俄
罗斯史家撰写的 10 卷本《世界通史》丛书在苏联

一出版，学者们就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根据马
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苏联版《世界通史》提供了
一个历史分期的框架，突出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
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随后是资本主义及其对立

面，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

兴起。①

不过，即使是在普世性的视角下，苏联编写的

世界历史仍以欧洲为中心，同时也兼带以俄罗斯

为中心。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欧洲历史和俄罗斯历
史，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记载寥寥无几。此
外，在描述历史的演变，例如从奴隶制到社会主义

时，苏联学者无一例外地使用欧洲历史上的事件，

比如将罗马帝国的灭亡、英国内战、法国大革命等
作为描述社会进步进程的基本标志。在苏联史学
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学者也对世界历史进行了类

似规模的研究，1962年出版的四卷本《世界通史》
就是一例。该书由哈佛毕业的周一良( 1913—
2001年) 和吴于廑( 1913—1993 年) 主编，书中超
过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欧美历史，非洲、亚洲和拉
丁美洲的历史只占剩下的三分之一。对今天中国
的历史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如何突破西方中心

论的偏见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②

然而，与此同时，其他中国史家尤其是马克思

主义学者，也开始关注和检讨现代史学中的西方

中心论传统。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也就是中国向
苏联借鉴的全盛时期，这些学者公开表示，他们反

对俄罗斯学者所撰写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周
谷城( 1898—1997 年) 是 20 世纪 40 年代撰写世
界史论著的著名学者，他对上面提到的 10 卷本苏
联《世界通史》提出了批评。失望之余的他指出，
因为这本书忽视了非西方世界的许多方面，所以

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③ 此外，中国学者
也看到，苏联世界史和苏联中国史论著在重新解

读中国历史进程方面，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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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Xu Luo，“Ｒeconstructing World History in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 1980s”，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18，No．3，2007，
pp．325－350．关于苏联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参见 Q． Edward Wang，“Between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So-
viet Influence，1949－1963”，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9，No．23，2000，pp．95－111．
Xu Luo，“Ｒeconstructing World History in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 1980s”，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18，No．3，
2007．
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另见李勇:《论周谷城世界通史编纂思想及实践与当代“整体史”观和“全球
史”观的相关性》，《学术探索》2004年第 6期。



助。因此，中国学者必须要完成的是对照世界历
史的发展框架，借助来比较和评估本国历史的重

要性。就像日本学者一样，苏联史家普遍对中国
历史的演变持负面的态度，因为它似乎与马克思

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社会进步模式不相符。因此，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曾力图从中国历史中寻找

并提出自己的解释。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
者热烈讨论的“五朵金花”，就可视为一种解决途
径。当时史学界和公众都在热烈讨论这一问题，
它包括五个方面: ( 1)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 2)
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 ( 3) 中国封建社会农
民战争问题; ( 4)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 5) 汉
民族的形成问题。这些问题的本质是关于中国社
会是何面貌以及为何没有遵循马克思所阐述的方

向和阶段而发展。在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学
者们观点各不相同，辩论相当激烈。一些学者指
责中国农民无法成功地创建一个新的、性质不同
的社会，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马克思的欧洲中心

主义。但不管各自观点如何，所有参与者都拓宽
了视野，将中国历史变迁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

国家进行了比较。
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使得“金花”开花，其中对

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最有意义。这场讨
论在同一时期展开，其激烈程度和广度不亚于中

国历史上的其他论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 中，马克思引入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
概念，作为描述亚洲在其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停

滞状态的总称。从史学角度看，亚细亚生产方式
之争具有双重意义: 第一，它显现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基于欧洲历史经验的特征，这一点或许比“五
朵金花”之争更为明确; 第二，它进一步拓宽了中
国史家的视野，也就是说为了充分理解亚细亚生

产方式和“东方”特征，他们现在需要更加关注非
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这样，中国史家的关注
点就从西方历史延伸到了世界历史。正是由于这

一争论，世界历史在中国史学界中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重视。①

在全球体系中发现亚洲

20世纪 70 年代，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的
持续阶段，日本则以其奇迹般的经济扩张震惊了

世界，而且它还经受住了 1971 年和 1979 年的两
次石油危机。同时，在世界史领域日本学者也发
表了不少重要成果，让人侧目不已。顾名思义，京
都大学人文研究所( IＲH) 是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
多学科研究中心，它为学者们在校园里提供了一

个实用的场所进行合作研究。这些合作提高了京
都大学的地位。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就出现
了以西田几多郎 ( 1870—1945 年) 、田边元
( 1885—1962年) 等哲学家为首的“京都学派”。
彼时，京都大学并不局限于哲学研究。在亚洲史
研究中，内藤湖南( 1866—1934 年) 、狩野直喜
( 1868—1947 年) 、桑原骘藏( 1871—1931 年) 等
京都学者也受到了较高的评价。京都学人以战前
成就在战后学者的论著和职业生涯中留下了明显

的印记。战后，京都学者继续保持合作并在跨学
科学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拓展研究领域。例如，
桑原骘藏之子桑原武夫( 1904—1988 年) ，是河野
健二在人文研究所的同事，在人文和社科领域发

挥了桥梁作用。当然除了上文提到的由河野和
其同事领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学研究，其
他京都学者也在理论和方法上重塑了日本的世

界史领域。
京都学派提出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便

是如何看待日本与现代西方的关系。在 20 世纪
30年代，西田几多郎等学者提出了“现代性超克”
的命题。鉴于日本的崛起，他们意图寻求方法取
代欧洲文明的主导地位而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人
类学家梅棹忠夫( 1920—2010 年) 就从新视角发
展了他的生态文明史观。梅棹的理论最早于
1957年以随笔形式发表，1967年结集成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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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初次讨论并非是在 20世纪 50年代，也并非首发于中国，而是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和俄罗斯。20 世
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又恢复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英文学界早就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研究，参见
Joshua A． Fogel，“The Debate over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Soviet Ｒussia，China，and Japan”，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Vol．93，
No．1 ( February 1988) ，pp．56－79．



根据梅棹的理论，欧亚大陆的文明属于两个生态

区。第一个区域由西欧和日本组成，它们的生态
环境是相同的，但与第二个区域有明显的不同。
第二个区域过去虽然出现了一些辉煌的文明，比

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它们也曾成
功影响了第一个区域的文明。然而，尽管处于落
后地区和文明的边缘，西欧和日本在第二区域频

繁发生游牧民族入侵时毫发无损地发展了起来。
此外，西欧和日本由于其地理和生态优势在近代

发展得更快。
梅棹忠夫的理论形成于战后令日本难忘的经

济复苏期和扩张之时，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普通

大众中都反响极佳。梅棹忠夫传达的主要理念
是，日本与西欧不相上下。这在史学界也产生了
影响。如果没有后者的影响，日本本可以像同一
地区的对手一样也能成功发展出自己的文明。换
句话说，日本的现代化没有模仿也无须模仿大冢

久雄及其追随者所提议的西方模式。①

为了论证梅棹忠夫关于日本在近代世界历史

进程中是平等伙伴的论点，就需要深入分析近代

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这反过来又要对日本以

外许多地区的历史以及跨区域之间的联系有所了

解。常被冠以“西洋史学者”之名的日本世界史
学者河野健二，则身先士卒进行研究，1967 年，河
野与同事、著名农业学者饭沼二郎( 1918—2005
年) 合作出版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形成》，三年后，
两人合编了另一本选集《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发
展》。在介绍国家贸易网络研究现状之余，他们
都重点介绍了全球贸易网络的发展。
为了突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多向交换，日本

学者强调，在工业化产品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的同

时，某些商品比如农产品及其制成品也从亚洲到

达欧洲，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欧洲人的生活。1980
年角山荣出版的《茶史》是这类研究的较早尝试;

1984年，他又出版了《钟表社会史》。同一时期，
川北稔做了一些重要研究，比如以 19世纪伦敦的
大都市中心为例，探讨包括消费主义的兴起及其

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影响。川北的著作中《工
业化的历史前提: 大英帝国与士绅》( 1983) 一书
尤为妙趣横生，而且就在几年后，英国经济史学家

P．J．凯恩( P． J．Cain) 和 A．G．霍普金斯( A．G．Hop-
kins) 创造了“绅士式的资本主义”( gentlemanly
capitalism) 这一概念。虽然他们兴趣各异，但川
北、凯恩和霍普金斯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大英帝国
崛起的非工业因素上，特别是在 19世纪的帝国扩
张中。② 从历史学角度来说，他们的研究将经济
史与社会、文化和性别史等融为一体。这种方法
使得学者们能够呈现多地区之间的“互补”贸易
活动，涵盖欧洲、东亚、东南亚和中东。
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不仅在关西，东京大

学所在的关东地区亦有新一代学者进行创新性研

究并在国内外声誉斐然，其中有三位学者值得关

注。第一位是滨下武志。东大毕业后，他曾在母
校和京都大学等地任教，受过中国史的训练，致力

于研究 16世纪至 19世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和
东南亚的朝贡贸易网络。因此，他的研究兴趣实
际上超越了中国史本身。滨下认为，正如川北稔
等学者所言，在欧洲列强进入亚洲的数百年前，亚

洲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就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的研
究质疑了因西方入侵而导致亚洲传统模式被改变

和取代的观点; 相反，他指出为了在亚洲建立贸易

关系，西方列强采取了与现存的亚洲内部朝贡网

络合作的模式。在整个 19世纪，即使与西方列强
签署了条约，亚洲内部的交流网络基本未受影响，

他们的思想基础亦是如此。滨下自陈: “东方、西
方两个概念并没有在空间上相互覆盖，换言之，蕴

含着等级秩序的贡赋贸易，在东亚仍位列首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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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角山荣在回忆他早期学术生涯中曾言从今西锦二( 1902—1992) 和梅棹忠夫的论著中获得灵感，他们都是梅棹以前的同事，也
是京都大学的人类学学者。参见 Tsunoyama，Seikatsushi no hakken: firudo wku de miro sekai，pp．33－37．
Kawakita Minoru，Kgyoka no rekishi teki zentei: teikoku to gentleman，Tokyo: Iwanami－ shoten，1983; Peter J． Cain ＆ Anthony 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London: Longman，1993; Ｒaymond Dumett，ed．，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The New Debate on
Empire; Shigeru Akita，ed．，Gentlemanly Capitalism，Imperialism and Global History，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2002．



约关系亦从属于它。”①因此，滨下武志认为，无论
是在传统时期还是在现代，“海洋亚洲”对塑造世
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川胜平太是另一位对亚洲海洋的重要性感兴

趣的学者。他先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和牛津大
学，曾在早大任教多年。作为一位知名的文化评
论家和在国家与地方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川胜

发表了大量关于海洋和海洋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

要性的文章。尽管是梅棹忠夫的批评者，但川胜
也从梅棹忠夫的宏观历史观中获益。1997 年，他
出版了广受好评的《文明的海洋史观》，认为现代
世界实际上起源于海上的亚洲。具体而言，川胜
观察到 14世纪欧亚大陆发生了一场生态危机，促
使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日本等岛国转向海洋寻
求新资源。从那时起及之后的几个世纪，亚洲成
为世界各地贸易活动的中心，这一系列的变化最

终促使形成了欧洲的世界体系。②

第三位学者是杉原薰。他先后毕业于京都大
学和东京大学，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数十年

后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回到日本任教。和滨下
武志一样，杉原研究的重点是亚洲内部的贸易网

络。除了研究东亚和东南亚，他对现代棉花工业
发展的关注也将研究视角带到了南亚和中东。杉
原在其英日文论著中有力地指出，亚洲内部的贸

易以及多地区的经济交流是促成世界资本主义扩

张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此外，他还注意到，到
20世纪初，尽管世界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了一

个全面综合的体系，但亚洲等地区的经济体在许

多方面仍保持“自治”。杉原直言，与西方的工业
革命不同，从近代早期开始亚洲就产生了“勤劳
革命”，影响经久不息。他和彭慕兰( Kenneth Po-
meranz) 以及其他西方学者一样，对探索亚洲和欧
洲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兴趣盎然。③

1989—1991年，岩波书店新出版的 10 卷本
《世界史》反映了日本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该
系列采用了与 20世纪 60年代以前按时代划分有
所不同的专题研究法，借此强调了世界历史研究

的三个方面: ( 1) 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关系; ( 2) 各
个社会之间的联系或整合及其之间的反应; ( 3)
与民族国家框架截然不同的“地区”研究。以下
诸方面在书中也有清晰的反映: ( 1) 自然与历史;
( 2) 日常生活技能与生产技术; ( 3) 移民与交换;
( 4) 社会凝聚力; ( 5) 规范与整合; ( 6) 流行文化;
( 7) 权威与权力; ( 8) 历史上的各个地区; ( 9) 结构
化世界; ( 10) 国家与革命。
如果说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日本出现了世

界史或全球史的新趋势，那么同时期的中国学者

也做出了类似的努力来探索“联系”和“互动”。
1978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
放”的新时期。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也逐渐迈入
了正途。1983 年至 1993 年，1962 年版《世界历
史》的编撰者之一吴于廑发表了四篇影响较大的
文章，从宏观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的出现及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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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Takeshi Hamashita，“Tribute and Treaties: Maritime Asia and Treaty Port Networks in the Era of Negotiation，1800－1900”，in Giovanni Arri-
ghi，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eds．，The Ｒ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150 and 50 Years Perspectives，London: Ｒoutledge /Cur-
zon，2003，pp．17－ 50; Takeshi Hamashita，Kindai Chugoku no Kokusaiteki Keiki: Choko Boeki Shisutemu to Kindai Ajia，Tokyo: Tokyo
daigaku shuppansha，1990; Choko Shisutemu to Kindai Ajia，Tributary Trade System and Modern Asia，Tokyo: Iwanami－shoten，1997; Lin-
da Grove and Mark Selden，eds．，China，East As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Ｒeg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London: Ｒoutledge，2008．
Kawakatsu Heita，Bunmei no kaiyō shikan，Tokyo: Ch kronsha，1997; Kawakatsu’s other publications include Ajia kōekiken to Nihon
kōgyōka，1500－1900，Tokyo: Ｒiburo Pto，1991; Kawakatsu Heita and Hamashita Takeshi，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Asian Economy，
London: Ｒoutledge，1994．
可参见的例子有 Sugihara Kaoru，Ajia－kan Boeki no Keisei to Kozo，Kyoto: Mineruva－Shobo，1996; Kaoru Sugihara，ed．，Japan，China
and the Growth of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introduction; Kaoru Sugihara，“British Imperialism，
the City of London and Global Industrialization”，in Shigeru Akita，ed．，Gentlemanly Capitalism，Imperialism and Global History，pp．185－
206 ; Kaoru Sugihara，“East Asia Path”，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39，No．34 ( August 2004) ，pp．3855－3858．彭慕兰在《东亚
发展道路是否存在? 长时段的比较、制约和持续性》一文中对杉原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参见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44，No．3，2001，pp．322－362．



世界历史的影响。① 他认为，在 15、16 世纪之前，
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存在着两个相互竞

争的世界: 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从 15、16 世纪
开始，这两个世界开始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世

界历史。通过提出这个宏大叙事命题，吴于廑承
认受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不是一直存在的，作
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②这一观点的影响，但如
果仔细阅读他的作品，还能发现他早年在国内和

哈佛接受经济史训练的痕迹。可以肯定的是，他
的文章强调了 15、16 世纪是个新历史时代的标
志，这使人们注意到社会发展分期问题一直是马

克思史家的关注点。但是，吴于廑最关注的似乎
是强调和分析他所谓的“历史的横向运动”，并探
索和揭示不同地区在早期和现代世界是如何相互

联系的。为此，时任武汉大学副校长的吴于廑建
立了一个研究 15、16 世纪世界历史的研究所，出
版了多部论著，培养了新一代的世界史学者。由
于他的出色领导，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共同
成为当今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镇。

1990年，吴于廑参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
《外国历史》卷并撰写总论，概述中国世界史工作
者的任务。他认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Os-
wald Spengler ) 、阿诺德·汤因比 ( Arnold Toyn-
bee) 、杰弗里·巴拉克拉夫( Geoffrey Barraclough)
和 L．S．斯塔夫里亚诺斯( L．S．Stavrianos) 在探索、
观察和解释世界历史发展诸方面的重要性。同
时，他指出，在史学上克服欧洲中心论仍有许多工

作要做，因为世界史研究需要“从世界的整体出

发，全面考察每个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经
历了纵向和横向发展两个漫长历程后，历史“终
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因
此，“研究世界史，必须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待，考察世界各地区从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

此分散到逐步联系紧密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
世界历史。③ 简而言之，和日本学者类似，吴于廑
与其同事、学生希望探索研究和分析形塑现代世
界历史的全球联系。

全球史的机遇和挑战

自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的蓬勃
发展，全球史研究在东亚也备受瞩目。在日本，除
战后几年内世界史出版物出现激增后直到 20 世
纪 90年代都十分稳定。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现在则出现了一个新焦点，即许多书籍被命名为

“世界史”的同时，也有不少被定名为“全球史”，
或日语音译“gurobaru hisutori”。④ 20 世纪 90 年
代中期以来，中文学界各类学科的学者都对全球

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⑤ 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学者
也从多个角度审视和分析全球化的影响，对其保

持极高的关注。就台湾而言，全球化研究涉及范
围很广，包括保存民间文化和习俗、宗教研究、中
外语言教学、建筑设计、农业发展和旅游业等。⑥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
全球史和全球化史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他们发表了数千篇学术论文，编写了数十本世界

史教科书，进行了大量专题研究，如张一平的《全
球史导论》( 2012) 、刘文明的《全球史理论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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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 1期;《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年第
1期;《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第 2期;《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
的反应》，《世界历史》1993年第 1期。
Karl Marx，“Outline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 Grundrisse) ”，Marx－Engles Archives，http: / /www．marxists． org /archive /marx /
works /1857 /grundrisse /ch01．htm，2017年 11月 28日。
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15页。
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以“世界历史”作为标题进行检索，发现从 1991 年到 2017 年出版的图书总数竟达到了 2720 本，而 1971 年至
1990年以相同标题出版的图书仅为 727本。图书馆中还有 38本名为“全球史”的著作，第一本在 1996年就已出版。
使用“全球化”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在 1979年到 2017年之间共有 34896篇文章，涉及全球化影响的各个领域: 美术、
建筑、旅游、语言学、国际金融、商业、教育管理、政治经济与地缘政治、城市发展与宗教研究。更重要的是，其中 34887篇也就是绝大
多数文章是在 1994年以后发表的。
台湾一个学术期刊数据库显示，1999年至 2017年，共发表了 2279篇讨论全球化影响的文章。香港中文大学的期刊数据库也显示，
在 1980年至 2017年，有 571篇涉及全球化影响的不同主题文章发表。参见 Q． Edward Wang，“Globalization，Global History and Local
Identity in‘Greater China’”，The Asia－Pacific Journal，Vol．8－4－09，February 17，2009．



互动研究》( 201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
究所的《全球化与全球史》( 2007) ，还有华东师范
大学的《历史研究的新方向: 区域史与全球史》
( 2011) 和复旦大学的《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
( 2016) 等。① 而对全球史感兴趣的并非只有专业
史家。“global history”的中译名是“全球史”，还
有一个更受欢迎的名称:“全球史观”，或“全球视
野下的历史学”。2017 年 3 月，笔者借助中国使
用最广泛的搜索引擎百度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
结果显示，用这两个词作为搜索词，第一个点击量

超过了 150万，第二个点击量则超过了 250 万。②

中文用两个词表示“全球史”意味深远，表明许多
中国学者和读者非常关注如何用新方法来拓展和

修正他们的历史观。
对于专业史家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来说，

全球史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替代欧洲中心论

的方法，因为欧洲中心论直到今日仍在制约着他

们对历史的理解。正如《历史研究》上刊登的文
章所言，中国学者认为全球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

重新将“文明”的概念引入研究中，这超越了国别
史的局限，使学者们关注于探索不同文明之间的

相互联系和跨文化交流。他们认为，这两个特点
使最近的全球史著作有别于以往国内外中国学者

的世界史研究，而早期的世界史研究模式虽扩大了

历史研究的范围，但保留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
因此，这些研究并未克服欧洲中心论。③

亚洲学者的全球史研究备受世界瞩目。2011
年 7月，首都师范大学主办了世界史学会第 20 届
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历史学家参加了这

次年会。2004 年，该校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
心”，出版专业期刊和丛书。2008 年，韩国梨花女

子大学成立了由赵志衡领导的世界与全球史研究

所。截止到 2015年，汉阳大学比较历史文化研究
所也在推进比较研究和跨国史研究。在日本，大
阪大学在全球史、世界史研究方面发挥着主导作
用。2009年，大阪大学召开的全球史会议促使亚
洲世界历史学家学会成立。④ 东京大学亚洲历史
研究所所长羽田正及其团队在推动全球史研究方

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论证全球史研究必要性的
著作《走向新世界史: 为全球公民所做的反思》
中，他简要概述了日本近现代的世界史教育，随后

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即为了培养“全球公
民”，历史学家必须超越欧洲中心论，从多视角看
待世界。⑤

在促进全球史研究方面，亚洲学者与其他地

区的学者密切合作。例如，在 2006 年至 2012 年
期间，《世界史杂志》(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的
主编、广受好评的全球史教科书《传统与遭遇: 过
去的全球视角》( 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2003) 的编写者之一
杰瑞·本特利( Jerry Bentley) 曾在首都师范大学
担任数年客座教授，定期开设研讨会并指导学生。
《时间地图: 大历史导论》( Maps of Time: An Intro-
duction to Big History ，2004) 的作者大卫·克里斯
蒂安( David Christian) 是梨花女子大学的客座教
授，曾与赵志衡一起提倡用全球视角进行历史研究

和授课。因为克里斯蒂安的访问，世界与全球史研
究所设立了一个新的本科课程:“大爆炸后的一切
历史。”它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涉及到宇
宙大爆炸、地球的诞生、人类的出现和当今世界的
本质等。该课程借鉴了“大历史”理论，为韩国世界
史研究超越欧洲中心论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法。

991

放眼全球、再现亚洲: 全球史在东亚的兴起、演变和前景

①

②

③

④

⑤

张一平:《全球史导论》，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刘文明:《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于沛: 《全
球化和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 朱政惠、胡逢祥:《全球视野下的史学: 区域性与国际性》，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
版;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中华书局 2016年版。
2011年 7月 8日，世界史学会第 20届年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刘新成以“全球史在中国”为题作了开幕式主旨发言。辩证地回顾
世界史抑或全球史在中国影响的文章可参见 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ch．4．
可参见刘新成、蒋竹山、张旭鹏、王永平等学者关于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之全球史的讨论，相关文章发表于《历史研究》2013
年第 1期。值得注意的是，夏德明( Dominic Sachsenmaier) 也在年会上发表了《全球史及其潜力》的文章。
Cf． Akita，“World History and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History in Japan”，pp．91－94．
Haneda Masashi，Atarashii sekaishi he: Chikyu shimin no tame no koso，Tokyo: Kabushiki Kaisha Iwanami Shoten，2011．



对一些东亚学者而言，全球史之所以具有吸

引力是因为它使他们能够看到超越民族国家框架

的可能。因此，如上所述，在韩国以及亚洲其他地
区，“跨国史”和“全球史”几乎是同义词。推动
“跨国史”研究是挑战西方史学霸权的另一种方
式，因为不仅民族国家最早出现在欧洲，就连民族

主义史学也是西方的产物。“跨国史”不仅强调
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联系，也强调西方以外各

地区之间的关联性，这为亚洲学者提供了一种超

越西方主流历史观的视角，批判、挑战了根深蒂固
的民族主义史学。
出于超越西方史学模式的愿望，东京大学荣

休教授、日本全球史研究的主要支持者羽田正甚
至宣称“全球史”并不是传达日本学者努力寻求
对世界史发展新理解的最佳选择，他认为，“新世
界史”一词才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它不仅区分了
该领域的近期著作和早期研究，而且还表明新趋

势不一定仅仅是西方对日本史学影响的反映。①

除了关西地区，最近几年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

的学者似乎也赶上了全球史崛起的东风。羽田正
是东京大学中东史方向的教授和东亚文化研究所

所长，他与秋田茂以及后者在大阪大学的同事、研
究东南亚的学者桃木至朗一起，在研究和推广日

本的全球史研究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羽田正与
秋田等人合作编写了《世界史视角中的世界历
史》( 2016 ) ，他个人还著有《区域史与世界史》
( 2016) 、《全球史与东亚史》( 2016) 等著作。借助
羽田的研究所，东京大学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德
国洪堡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建立了合

作关系，探索全球史研究的新可能。
因此，在促进全球史研究方面，亚洲学者与各

地区同行团结互助。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上文提到
的、2011 年 7 月由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世界
史学会第 20 届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历
史学家参加了这次会议。自 2004年成立以来，首

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全球史方

面的研究，包括全球史理论、中世纪欧洲与地中海
比较、全球化与近代早期和现代西方研究、20 世
纪国际冲突研究、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交流以及
中国与世界关系等课题。自 2007年以来，该中心
所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已经培养了不少全

球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② 他们中的一些
学者和学生在年会上做了妙趣横生的演讲。自
2008年以来，该研究中心创办的《全球史评论》由
最初的年刊到 2015 年改为半年刊。2011 年的世
界史大会可视为中国学者在全球史研究方面取得

进展的标志。除海外参会者外，还有不少世界史、
全球史学者发表了论文。其中一个颇受关注的话
题是研究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其

中包括中国与其近邻和远邻、古代和现代的关系。
在主题演讲中，时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全球

史中心的创始人刘新成概述了中国全球史研究的

现状。他认为，一方面，全球史或者说全球史观在
中国历史学界得到了热烈响应; 另一方面，中国学

者又表达了谨慎和批评，用他的话来说，“中国人
接受世界史是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言外之意
是中国人自然欢迎海外学者淡化西方在塑造世界

近代史中的作用的尝试。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因
此不少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的新发展投来关注。③

事实上，许多中国学者认为，全球史对跨地区和跨

文化交流的重视是一个重新审视和再现中国与世

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好机会。就像日韩学者一样
( 其中一些学者特别是桃木至朗，也提交了会议

论文) ，中国学者对于研究“海洋亚洲”、茶叶、鸦
片的传播以及将跨区域或区域内的观点引入全球

史研究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④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大量的全球史研究中心，

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山东大学全
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以及华东师范大学跨区域文

明研究中心。平心而论，跨国史研究确实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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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Haneda，“Japanese Perspectives on‘Global History’”．
http: / /www．global－history．org /，2017年 11月 28日。
刘新成:《全球史在中国》，2011年 7月 8日，世界史学会第 20届年会的开幕式主旨发言。
仲伟民:《茶叶与鸦片: 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史学会第 20 届
年会上，专门设置了亚洲海洋和亚洲内部贸易的讨论组，可参见大会议程。



学者们的视野，使他们能够看到民族国家框架之外

的历史变化。全球化也为台湾学者提供了新的视
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他们在关注台湾与大陆今
昔关系的同时，又探究台湾在经济、文化和历史上
与亚洲其他区域之间的关联。总之，全球化的开展
让一些台湾的学者看到民族主义思维的局限，以求

在新的视野下摸索和规划台湾的定位和未来。①

受全球史的启发，中国学者也试图在民族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下努力创新，批评苏联

史学的残余影响。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是最早关
注全球史的学者之一，他主张现代化理论应该是

中国学者描绘 16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理论，认为
应该将经济发展及其在世界上的变革性影响作为

理解历史运动的主题。②

在钱乘旦阐述的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中所起重

要作用的观点中，或许能发现欧洲中心论的明显

痕迹。由于现代化最早始于欧美，用现代化理论
来概括和解释历史运动会导致产生这样一种观

点: 西方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③ 他的研究可
能也带有一定的现实意涵。中国的快速现代化首
先是为了让国家恢复曾经拥有的强国地位。总
之，与民族主义史学相比，全球史似乎是一把双刃

剑，但它无疑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如果说
在中国，全球史有助于拓展历史写作的方方面面，

那么在韩国，对全球史的兴趣则鼓励学者们寻找

民族主义思想之外的新替代品。在日本，伴随着
亚洲经济史研究的推进，它引发了对前现代亚洲

海洋及其与英国和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之间联

系的重要研究。对公众而言，威廉·麦克尼尔

( William McNeill) 和贾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
mond) 关于世界史或全球史的作品也引起了极大
的关注。公众对全球史的兴趣已经超越了日本本
土范围。④

但全球史同时亦被纳入目前的民族主义讨论

中。在当下的中国，既有全球史的支持者也有批
评者，两者极有可能都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驱

使。对于拥护者而言，全球史研究之所以有价值
是因为它为他们将中国和亚洲纳入世界历史进程

提供了可能。因此，许多中国学者赞同安德烈·
贡德·弗兰克、彭慕兰、王国斌( Ｒ．Bin Wong) 、威
廉·麦克尼尔和杰瑞·本特利对欧洲中心主义史
学的尖锐批判。然而，全球史的批评者仍对全球
史在根除欧洲中心论残余方面的效力持怀疑态

度，他们担心全球史家对发展综合历史观的强调

可能会使他们将西方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强加给

非西方世界。⑤ 实际上，当今中国正在寻求自己
的发展模式，中国学者也开始从自身历史中寻找

合适的发展模式，这与西方和日本模式大大不同。
因此，某些学者对西方学者如弗兰克、彭慕兰等人
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解释持怀疑态度。⑥

从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来看，全球史在史学

研究中对民族国家框架的淡化以及对跨国和区域

间联系的关注，应该有助于缓解东亚各国间因为

历史问题造成的紧张关系。在过去十多年中，随
着中日韩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在跨国史写作方

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并出版了富有价值和前

景的论著。⑦ 不过，不管这些合作最终能否弥合各
国公众对历史认知之间的鸿沟，历史教科书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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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 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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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除少数国家外，大
多数国家目前使用的教科书都是按照民族国家框

架编写的，由此强调民族进步、民族精神的特征。
显然，尽管许多世界史教师和研究人员在改

进各级学校的历史课程方面做出了大胆而有意义

的改革，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之间仍有差距。
2015年，在审查了日本学校的教学大纲后，羽田
正感叹道: “把中、韩、日三国独立的历史放在一
起，就能简单地理解东亚历史吗?”它们应该如何
结合和整合? 回答这个问题仍然有待时日。譬
如，今天日本学校的课程中，日本史和世界史仍然

分开讲授。① 为了跨越这一相互隔绝的传统，富
有新意的全球史论著应该而且需要推广到校园

中，以求对修正和改变大学、中学的历史课程产生
影响。但总而言之，在历史教育产生根本性的转
变之前，中国的历史教育情形也大致相似。如同
本文开头所述，中国大学历史学系的教员配置中，

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占有相对较高的比例。自改
革开放以来，这一比例虽然没有产生太明显的变

化，但其研究的范围显然有明显的扩大，不但西方

主要国家的历史都有专人负责研究，而且对西方

之外的地区和国家，如非洲、亚洲和拉美历史的研
究，也出现了长足的进展，突显了中国史家试图突

破西方中心史观的努力。但一个长期存在而且一
时较难克服的问题是，世界史和中国史之间，仍然

存在明显的沟壑。具体言之，研究中国史的学者，
很少表现出对世界史的兴趣，反之亦然。这一历
史学内部存在的区隔，也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换句话说，全球史的开展，特别是“全球史
观”的流行，其目的是打通民族国家的界限，让人
看到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不
同层次的沟通和交流，那么跨越中国史与世界史

之间的界限，应该是必须实行的首要任务。为此
目的，笔者曾邀请几位对此有兴趣的作者，在《历
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组笔谈，讨论沟通中国史和
世界史的必要和路径，刊出之后在史学界产生了

一定的反响。② 但这一尝试，仍然不多。上面提
到的杰瑞·本特利教授，曾在其《历史学的全球
化和全球化的历史性》一文中指出，开展全球史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克服民族国家史抑或国

别史书写所注重的“文化的独特性、认同的排他
性、地区化的知识和个体社会( 常常表现为单个
民族国家) 的经验”。③ 因此一个颇迫切的任务
是，如何在历史教育的环节，实施和贯彻民族史和

世界史课程之间的交流，逐渐改变近代以来所形

成的历史思维。解决这个问题，是东亚史家共同
必须面对的任务。总而言之，全球史书写在当代
东亚虽然十分兴盛，但在其能根本改造历史教育

的结构、形式和内容之前，民族主义史学仍将继续
有力地形塑东亚年轻一代的历史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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